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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
伪问题或真现实∗

———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

周晓虹

提要：自 ２０ 世纪初中国社会学建立以来，其学科体系的中国化或本土化
就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学科重建后成为人们争辩的焦
点。 作为一场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社会学本土化涉及如何使这
一来自西方的知识体系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传统和时代精神，并服务于中国
社会的改革和建设。 从这一意义来说，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不同时期的社
会学本土化或中国化运动都具有鲜明的学术性与实践性向度；而围绕本土化
最核心的议题是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其争辩基础是“普遍主义”与“特
殊主义”两种立场的对峙。 本文作者认为，当今中国深刻而广泛的社会转型
实践不仅向社会学提出了本土化的历史使命，而且为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并
迈向全球性的中国社会学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关键词：中国社会学　 本土化　 普遍与特殊　 转型实践　 全球性的中国
社会学

２０１８ 年中国社会学界最值得关注的争议性事件之一，是农历新年

伊始旅居美国的谢宇教授在《社会学研究》发表了《走出中国社会学本

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明确断言“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 （谢宇，
２０１８）。 这对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中国社会学界虽曾断裂但仍延续至

今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努力来说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 很快，谢宇的文

章引起了激烈的反响：支持者有之，如梁玉成教授虽不同意谢宇将本土

化的努力一概视为“误区”，但却“完全赞成谢宇教授强调科学主义导

向的社会科学范式……批评忽视普遍性的只强调特殊性的经验主义的

本土化思潮”（梁玉成，２０１８）；反对者也有之，如翟学伟教授以为，谢宇

的判断完全“误读了本土化的原有之意” （翟学伟，２０１８），中国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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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其实没有什么本土化，谢宇的问题是“虚构”出来的。
本文的撰写动机，首先如翟学伟所言，我也一样以为“这是一件社

会学在中国如何发展的大事。 如果对此没有争鸣，很容易被当成定

论”（翟学伟，２０１８）。 其次，对于谢宇文中锋芒所向，翟学伟清楚地看

到自己可以置身度外的理由———“文中对一些中国学者所持有的‘本
土化’观点表示反对，我本不在其列” （翟学伟，２０１８）；但于我而言则

“如芒在背”———因为文中所列第一篇推崇“本土化”的文章，即是拙作

《江村调查：文化自觉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周晓虹，２０１７）。 再次，我
还以为翟学伟的大作不仅没有挠到痛处，而且充满错讹之处：因为对本

土化做了狭义的理解，以致他不仅忽视了本土同行们的诸多努力，而且

将原本应当是一场宏大的学术实践活动裁定为“只是一个学理性的讨

论”（翟学伟，２０１８）。 当然，要将这些想法澄清并不是三言两语的事

情，它既涉及整个社会学尤其是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和内在理路，又
涉及我们民族的长久传统和当代实践。

一、社会学本土化：何来与何为

１８９５ 年，近代中国的思想先驱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原强》
一文，首次介绍斯宾塞及其“群学”，这被视为社会学进入中国的最早

标志（阎明，２０１０）。 此后，严复翻译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１９０３）；再往后，先是 １９１４ 年美国传教士葛学溥

（Ｄａｎｉｅｌ Ｈ． Ｋｕｌｐ ＩＩ）在上海沪江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并设立社会学系，
后是 １９１６ 年中国人康宝忠在北京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作为学科建制

的社会学在中国开始起步。

（一）社会学中国化的缘起与嬗变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随着经过西方现代教育体制浸淫的第一代中

国社会学人陆续回国并在大学的社会学系中担任教职，这一外来的知

识体系是否具备说明中国社会的可靠性及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就
成了本土社会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 孙本文和吴文藻率先以各自的方

式在南北中国上演了一场社会学中国化的“双推磨” （周晓虹，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而他们的吁求，通过诸多同仁尤其是燕京学派的努力，不但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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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而且与此时晏阳初、梁漱溟领

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推动的“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运动相呼应，共同孕育了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摆脱

殖民附庸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形成了看似自行其是但性质相近的中国

化运动。
１９４９ 年后，随着社会学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原本声势浩大的社

会学中国化运动也戛然而止。 直到在尚保留了社会学一丝余脉的海峡

对岸，陈绍馨发表了《中国社会文化研究的实验室———台湾》（陈绍馨，
１９６６）一文，才重新燃点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批量返台的留学欧美的

学者聚焦社会学中国化的热忱：一开始，受二战前后美国流行的科际整

合观念和国民性（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研究的影响，先后从美国返台的人

类学家李亦园、社会学家文崇一和心理学家杨国枢联袂发起了“中国

人的性格”研究；随后，因这一研究引发的反思进一步激发了一场以

“中国化”为目标的学术运动，全面检讨和反省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

方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这场社会学中国化运动一方面开始与世界

范围内流行的本土化运动相衔接，另一方面也因某种政治力量的介入

而被消解。 所幸的是，中国化运动的“接力棒”很快因为 １９７８ 年的改

革开放与社会学的重建被传递到大陆学者手中。
从中国（大陆）社会学重建之日起，“本土化” “中国化”或与之相

近的“中国特色”等概念一直与这一学科形影相随。 检索中国知网

（ＣＮＫＩ）能够发现，自 １９７９ 年以来，最早的以“本土化”或“中国化”为
主题的社会学文献，是刚刚成立三年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①１９８２ 年

摘发的《台湾学者谈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 文中介绍了萧新

煌、高承恕、叶启政、赖泽涵和金耀基五位中国台湾地区或香港地区社

会学家的中国化观点，这也是重建后的大陆社会学第一次倾听先行一

步的对岸同胞论及这一主题。 其中，叶启政提出：“西方知识体系的移

植中国乃是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及文化变迁中的一个环节，而社会学的

发展又是整个中国新学术体系重建中的一个环节。”金耀基则以为：
“社会学中国化至少含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建立中国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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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成立于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１５ － １８ 日在北京召开的“社会学座谈会”，是中国

社会学重建的重要标志；在三年后即 １９８２ 年 ５ 月 ２２ － ２６ 日于武汉举行的 １９８２ 年年会

上，正式改名为中国社会学会。



会学，即要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的性格；二是指使社会学充分地在

中国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在中国生根”（中
国社会学研究会，１９８２）。

如果细读叶启政和金耀基立足“整个近代中国”的本土化观点，再
比照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孙本文和吴文藻们的愿望，似乎两者之间并非像

翟学伟所言“无承继性”（翟学伟，２０１８）。 １９９３ 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

大学新亚学院的讲演中，曾以最简洁的方式表述过，在孙本文、吴文藻

等第一代社会学人那里，“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

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是‘社会学中国化’的（两项）主要内

容”（费孝通，１９９９：７），这显然与上述金耀基的两个层次的中国化存在

着鲜明的对应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耀基的“两个层面”和费孝通

的“两项内容”，就是从学术和实践两大向度对本土化问题的连贯性

回应。

（二）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尽管“社会学中国化（就）已成为一个热门

的题目”（林南，１９８５），但时至今日，有关本土化的界定在中国社会学

界并未获得一致的意见。 本文所讨论的谢宇的文章中将三种中国社会

学界的流行倾向归纳为“本土化”，但其具体的分析实际上指的是“本
土化”努力的缺憾或粗糙的现状，再或如翟学伟所说，是将“中国社会

学研究中出现的一些‘偏向’定义为了本土化的问题”（翟学伟，２０１８），
本身并不能得出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的结论。

进一步而言，现时本土化努力的粗糙，或“未必能诞生有原创能力

的学术成果”（谢宇，２０１８）的现状，在促成谢宇“不屑”的同时，也造成

了翟学伟的“羞与为伍”，这也是后者“窄化”本土化，即在其“眼中的本

土化是比较狭义的”原因之一。 在这一原因之外，造成翟学伟“窄化”
本土化的另一个原因是其学术立场的心理学化。 他不仅以自己“窄
化”的标准判定台湾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连续六年（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７ 年）在
大陆开办的本土化暑期班培养出的学者“２０ 多年下来……几乎没有”
在做本土化研究，而且将本土化的议题“窄化”在其本人耗时 ３０ 载研

究的“关系”“人情” “面子”等社会心理学或微观社会学范畴之内，认
定只有“这些概念是本土社会学可以贡献给国际社会学的” （翟学伟，
２０１８），从而回避了产生这些社会心理现象的宏观结构及其变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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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孙本文、吴文藻等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的努力，以及二战后

越来越强劲的民族独立浪潮和随后的全球化运动，我们认为可以将本

土化界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工业化国家

组成的第二世界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中，掀
起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学术运动”（周晓虹，１９９４）。 换言之，这是社会

科学领域内，“话语的‘依附国’力图摆脱对‘发达国’的学术依附地位

的一种集体诉求”（王宁，２００６）。 作为一种集体诉求，本土化运动出现

在战后相对边缘化的西欧（Ｌｙｏｎｓ， １９７３），也出现在东欧、澳洲、加拿大

和日本（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ｍ， ２００８； 柳中权，１９８３；Ｇｒａｈ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８； Ｅｎｒｉｑｕｅｚ，
１９８９），同时俄罗斯社会学家也意识到要重视“俄罗斯在向民主过渡和

从国家到市场的过渡中的经验教训”（Ｓａｎｄｓｔｒｏｍ， ２００８）。
和第二世界一样，大多数第三世界的社会科学在战后也出现了鲜

明的本土化趋势。 早在 １９５７ 年，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迈达尔 （ Ｇ．
Ｍｙｒｄａｌ）就警告发展中国家不要不加批判地采用西方理论和方法，而应

改造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利益。 在此之后，
广大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都尝试通过修订西方的现有理论或创造经

由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滋养的新理论来推进本土化运动（Ａｔａｌ， １９８１；
Ｌａｎｕｚａ， ２００３； Ｋｉｍ， ２００７； Ｃｌａｍｍｅｒ， ２００９），及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社
会科学领域的本土化日渐成为一种具有明确目标和主体意识的学术运

动（Ｄｉｒｌｉ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二、本土化的学术与实践向度

作为一场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本土化具有学术和实

践两大向度，在中国语境中，可以分别对应前述费孝通的“两项内容”
或金耀基的“两个层面”。 从前述第一项内容或第一个层面来说，无论

是“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或是“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的性

格”，都涉及如何使社会学这一来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知识体系能够

与中国社会的结构或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相吻合，能够反映我们民族的

价值观、文化传统、时代精神以及行为模式。 换言之，本土化的第一个

方向或学术向度直接涉及到如何将中国的社会特征及民族性格融纳到

社会学中来（林南，１９８５），即从社会学中读到我们文化的品格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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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格。
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儿，产生背景是 １７ 世纪始席卷欧洲的大变革

（周晓虹，２００２）；随后，在它的知识主流于 １９ 世纪末期向美国转移的

过程中，受到了实用主义和个体主义传统的塑造，并因其对定量统计技

术的使用而获得了学科的合法性（陈心想，２０１９）。 社会学在过去一百

八十年间积累起了丰富的系统性知识，但毫无疑问，现有的这些流行理

论大多都是欧洲和美国社会的产物，是西方思想家们从他们的社会结

构与行为方式中通过某种称为“科学”的方式“读取”出来的。 如此，既
然“所有理论本身都是文化产品，在特定条件下，由特定的人在特定的

地方产生的”（Ｋｉｎｇ，１９９０），那么所有社会科学理论本质上也都是区域

性的或特殊性的“在地理论”，即使是那些具有“普适性”面相的理论也

不过是将西方的特殊性“普遍化”而成，并不具有切实的全球“普适

性”。 从这样的角度看社会学，也就像同样在美国获得发展的社会心

理学一样，“如果它创立在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我们今天

拥有的知识就会大相径庭”（Ｃａｒｔｗｒｉｇｈｔ， １９７９）。
正是基于对社会学知识的普适性或“跨情境效度”的怀疑（王宁，

２０１７），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不断有人提出中

国化或本土化的设想。 从单纯的学术向度上说，这一设想有两大动因：
一是认识论动因，即主张从认识中国的角度，对舶来的社会学知识加以

审视，以求使之能够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情境相“契合” （杨国枢，
１９９３）；二是主体性动因，尽管社会学的发展在中国已逾百年，重建也

有 ４０ 年的历史，但其鲜明的西方化倾向，或者说由“追随者”的地位导

致的主体性的缺乏，却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叶启政，１９８２）。
本土化的实践向度指向费孝通的第二项内容或金耀基的第二个层

面，即前述“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或“使
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 今天这类表述可能已经成

为一种“套话”，但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孙本文、吴文藻推行“社会学中国

化”时，如何将一门来自西方的学科用于改造落后的中国，却是一个现

实话题。 在当时，晏阳初、梁漱溟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李景汉和费孝

通的定县与“江村”调查，陈瀚笙的农村研究，虽对中国社会矛盾的认

识有异、提出的解决方案不同，但在实践向度上却高度趋同———都希望

能够“谋中国农村问题之根本解决”（阎明，２０１０：２３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认识国情和改造社会”成为由吴文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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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派”代表的社会学家们的主旨追求（李培林，２００８）。 而这一追

求不久之后就因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变得更加急迫，用费孝通的话

来说：“国家的危机，实际问题的严重，（使）他们无法不正视现实”（费
孝通，１９９９：４１３）。 可以说，正是这现实的逼迫，使得抗战前为“中国学

派”所倡导的社会研究，通过此时在中国西南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田

野研究，“成了战时中国社会学的共同风气”（费孝通，１９９９： ４１３）。 所

谓“共同风气”，是指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实践中，恪守上述“认识国情和

改造社会”宗旨的，并不限于战时蜗居于呈贡“魁阁”坚持研究的“中国

学派”，而成为大多数社会学家的集体共识。
还是在同样的背景下，即使像孙本文这样的“书生”，在民族危亡

和社会解体的双重压力下，也一样依赖其中央大学的正统地位积极投

身国民政府的社会建设事业，用社会学知识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救亡图

存（周晓虹，２０１２）。 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年轻时代即怀抱的

“士”———传统知识分子“用则出其经纶，展其抱负，以福尔黎民”（孙本

文，２０１２：１）的宏大志向。
１９７８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让被取消了近 ３０ 年之久的社会学重获

新生，同时也赋予这一学科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
所幸的是，由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领衔的这场“重建”，从一开始

就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实践性传承了下来。 现在看

来，中国社会学之所以会形成急迫的运用系统性知识解决本土问题的

实践向度，固然与这门学科在中国引进及重建的两个时期皆与严峻的

社会现实直面相向有关，也与费孝通在其一生中所常常言及的包括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学以致用”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承载）
的传统烙印”（费孝通，１９９９：４９）有关。 由于近代以来我们的民族命运

多舛，再加上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中国的社会学家担负着如何用自己的

知识服务于国家的职责，因而“学以致用”的传统延续了下来（周飞舟，
２０１７），并逐渐使中国社会学“凸显出一种实用的性格”（赵旭东，２０１０；
另见叶启政，１９８２）。 毋庸置疑，这一实用性格或许会影响甚至伤害到

中国社会学的理论建树（苏国勋，２００５：１６２），但这就是一个发源于现

代工业文明的学科被过早地“移植”到一个传统农业国家时不可避免

的劫数。
其实，由于社会学本土化涉及到对普遍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批

评，它的实践性不仅包括对非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具体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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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处置，也涉及摆脱对西方首先是美国的心理依附、促进民族认同的

精神面向。 在社会学中国化的历程中，对主体意识和民族认同的追求

一直生生不息。 及至今日，社会学中国化或本土化的努力依旧被用来

锻造“文化自觉”（费孝通，１９９９：１９６）以及具有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的

话语体系（汪丹、李友梅，２０１８）。

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悖论与出路

围绕社会学的本土化，最核心的争议是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

题”，即来自西方主要是美国的社会学知识究竟具不具备普遍的解释

力？ 普遍与特殊、共相与殊项、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最古老的哲学议

题。 由此，围绕某种价值或知识体系对其他群体的适用性问题形成了

两种基本立场：普遍主义（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和特殊主义（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在

社会学中，最早使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概念的是韦伯，其后是帕森

斯。 不过，他们对这对概念的使用与我们所谈的知识的跨情境效度无

关，而是某一群体成员所共同信奉的某种处事原则或处理社会关系远

近轻重的行为准则。 如果将韦伯和帕森斯所讨论的问题归为价值普遍

主义，而将知识的跨情境效度问题归为文化普遍主义，那么围绕社会学

的本土化而展开的相关争论，就主要是后一个问题。

（一）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争辩与质疑

纵观历史，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争和社会学一样古老。 在十九

世纪急速的社会变迁中，孔德（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

实证主义氛围中创立了社会学，希望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引入社会秩序

和社会变迁的研究，并经斯宾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尤其是涂尔干（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逐渐发展出“假设—推测—检验”的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范

式（周晓虹，２００２：２４８）。 尽管这一设想在美国成为社会学的主流，但
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传统却在德国发展起来。 通过强调社会学是“一门

旨在对社会行动予以解释性理解，以便获得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

的因果性说明的科学”（Ｗｅｂｅｒ， １９６８：４），德国人建立了后来经芝加哥

学派发扬光大并延续至今的人文主义或解释主义范式。
上述两种传统代表了人类在社会知识的探寻过程中的根本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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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也构成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争辩中两个阵营的核心。 具体说来，
科学主义范式强调一般理论、定量分析、经验观察、数据、假设、测量、验
证、正式系统、模型以及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社会表征；而人文主义范

式则强调专门议题、定性分析、综合、理念重建、论题、意义、说明、历史

中的个体和作为一种历史和意识现象的社会表征。 对于科学主义范式

中的研究者来说，实证主义的吸引力关乎一个流行的假设：只有使用自

然科学的方法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性。 由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

主要争论也是围绕这一假设所开展的。
对上述假设的第一个质疑是：知识一定是客观、绝对或普遍的吗？

显然不是。 反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这里不是一句“套话”，所
有知识事实上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参与生成的东西，没
有什么先定的、既成的、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都适用和有效的东西。
即使是万有引力定律，在不涉及具体地点的引力作用时，也只是一个没

有任何经验意义的数学形式，更不要说格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在阐释

人类 学 框 架 下 所 讨 论 的 那 些 非 现 代 的 “ 地 方 性 知 识 ” （ ｌｏ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既然“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被‘从什么位置看’以
及‘用什么东西看’这两个因素所决定”的（格尔茨，２０１４：５），那么，那
些主要在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就是有限度的。

第二个质疑更具挑战性，即有关人、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结构的社

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是否存在差异。 德国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

狄尔泰（Ｗｉｌｈｅｌｍ Ｄｉｌｔｈｅｙ）曾指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迥然相异。 受

狄尔泰的影响，韦伯虽然反对像历史主义那样将社会或文化事项完全

个别化、特殊化，但也认为与本身无内在意义的自然界不同，社会世界

是由意义构成的世界，因此社会科学应该根据“有意义的”人类经验范

畴来“理解”（ｖｅｒｓｔｅｃｈｅｎ）社会现象。 如此，所谓客观性的问题，不过是

将知识如何回归到产生它的社会过程或社会结构之中。

（二）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一种可能的出路

平心而论，在有关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讨论中，谢宇对普遍主义的

流弊怀有高度的警惕，并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

殊性。 就前者而言，他曾借邓肯之口，“开诚布公地反对模仿物理学中

寻求社会普适法则的研究”，同时申明“量化方法绝不应该成为发掘普

遍规律，从而描绘和解释所有个体行为的工具”（谢宇，２００８）。 就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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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他则欲图在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即“一方面

不能太过于强调特殊性，另一方面也要知道中国的确存在特殊性”，由
此提倡将“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

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谢宇，２０１８）。
不过，虽然谢宇怀有上述警惕与意识，也承认“任何的社会学取

向，理论的、文化的、历史的、民族志的，都能产生好的社会学作品”（谢
宇，２０１８），但他实际上认定能够产生“好”的研究的方法或所谓“科学”
方法本质上依旧是逻辑实证主义的。 不错，谢宇提到所有学者应该遵

守的学术规范是“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但他没有告诉我们指导定量

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推理逻辑可能不同（参见格尔茨、马奥尼，２０１６：２），
而他所说的“据”或“证据”似乎也并不包括定性研究者通过参与观察、
个案研究、生活史与口述资料、自传、档案、日记、书信以及非结构性访

谈获得的经验“资料”，而主要是由定量研究者收集和处理的“数据”。
如此，不仅他向年轻学者提出的“建议”只涉及“与学术同行分享你的

数据”，而且在他那里定性方法也只是“没有很好的定量操作化方案和

可靠的定量数据时”的替代品（谢宇，２０１８）。 谢宇抱怨“本土化提倡

者”批评“定量取向的实证研究”，错误地认为定量研究“不适用于中国

或必然导致肤浅”（谢宇，２０１８），但他恐怕也知道在定量研究者中其实

一样甚至更加盛行着对定性研究的不屑。
如果说谢宇和翟学伟的观点以及他们对定量或定性方法的偏爱本

质上还是由对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倾向造成的，那么要真正避免相

互间的无谓攻讦，或者说真正做到对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的兼容

并蓄（格尔茨、马奥尼，２０１６），就必须突破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对

峙，像韦伯、许茨、格尔茨那样不在两者间做非此即彼的取舍，而是建立

起一种“多元化的普遍主义” （华勒斯坦等，１９９７：６４）。 提出这一立场

的前提是：一方面应该承认特殊性作为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差异性表征

随处可见，大至国家、民族、阶级，小到城乡、群体、家庭，相互间无一不

存在差异，如果一味追求揭示特殊性，就难免会面临理论不能对“人类

社会的差异性有足够的涵盖”的难题（陈映芳，２０１５），就不能实现社会

科学的抽象化要求；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既然任何形式的普遍

主义都带有历史偶然性，那就有必要重视或保留差异性，或者说应当允

许有多种不同解释并存，即将特殊性纳入“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中，“在
更大的意义世界中把它们展开” （格尔茨，２０１４：３）。 从这样的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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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可行的态度是将本土化视为一种实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有效

路径，而不是视之为一种单纯为实现民族主义诉求的“分庭抗礼”。

四、转型社会的实践与本土化的现实要求

在谢宇直言社会学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的同时，他又有一段与

之矛盾的表述：“当社会学在中国刚刚恢复学科建设的时候，本土化也

许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意义。 但是，
今天的中国社会学已经成功地走过了本土化的阶段，并肩负着更为艰

巨的历史使命”（谢宇，２０１８）。 仔细追究能够发现，这里起码有两处与

“伪问题”的断言相矛盾：第一，本土化看来并非一直是“伪问题”，它也

曾有过“积极的意义”，但谢宇没有告诉我们它什么时候，又因为什么

成了“伪问题”？ 第二，真的像谢宇所说，“中国社会学已经成功地走过

了本土化的阶段”吗？ 那么，成功的标志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既然已

获成功，它为何依旧 “未必能诞生有原创力的学术成果” （谢宇，
２０１８）呢？

与谢宇不同，我们承认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尤
其是 ２０ 世纪 ３０、４０ 年代在孙本文、吴文藻的努力下，中国的社会学、人
类学的发展一度“相当接近于西方的水准……出现了有关‘中国学派’
的初步，（也）出现接近于‘社会科学中国化’的说法” （王铭铭，２００５：
４１ －４２），但由于此后社会学在中国大陆的中断，更由于战后社会学在

全球范围内的快速发展，我们与国际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距离拉大了，
以致迄今为止还没能建立起能够圆满说明中国社会特征的学科体系，
还鲜有谢宇所说的“一流的研究”，尤其在国际流行的社会学体系中很

少有人从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的角度来解释和说明整个世界”
（Ａｌａｔａｓ， １９９３）。 如此，尚不能认为本土化运动已经取得成功。

（一）社会转型与本土化：伪问题或真现实？
如果说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历经八十年的努力并未成为可以

弃之不顾的“伪问题”，那么回眸社会学一百八十年的全部历史，细思

它在欧洲土壤中的萌生及转场美国后的华丽蜕变，尤其是考虑到今日

中国正在经历能够与二百年前西方世界所经历的变迁相媲美的转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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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我们有理由相信，完成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的中国化的

历史任务，同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相比都更为紧迫，它不但未成为“伪问

题”，反而是当代中国社会学人无法回避的一个“真现实”。
我们所以说社会学中国化并非是“伪问题”而是“真现实”，依据就

是自 １９７８ 年的改革开放起，这场巨大的社会转型不仅再次向社会学提

出了本土化的要求，而且从根本上为实现这种本土化提供了可能。 在

本文以及其他诸多述及社会学中国化的文献中，孙本文、吴文藻的努力

及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贡献都获得了高度的肯定，但仔细

想来，即使社会学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不遭腰斩，我们就能够在当时或不

远之后实现中国化的目标吗？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 显然，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的直接动因不过是几个或至多几十个费孝通们因

“读了许多西方书本，对中国情况依然惘然无知” （费孝通，１９９９：７）而
产生的焦虑与不满。 不错，费孝通们的努力产生了许多一流的研究，有
些还具有相当的国际影响，但从整个学科如何与自己的文明对接或从

中汲取原料，尤其是揭示一个文明古国最终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意义

上说，这场中国化运动仍力所不逮。
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儿，了解其内在的主要成就和

基本律则基本都来自从 １７ 世纪开始到 ２０ 世纪为止的那场所谓从传统

到现代的大变革，而变革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就是西方或现代社会科

学的全部知识遗产。 那么，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揭示自己民族的转

型实践，自然就是这一学科在不同国家成熟与否的标志。 如此，和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不同，面对 ４０ 年来的巨变，今天以社会科学为志业的人就

有可能超越个体的焦虑与不满，意识到“中国这么巨大的变化不能转

变为学术，这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 （黄万盛、刘涛，
２００９）。 正是从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说当代中国的转型实践为锻造中

国化的社会学或社会学的本土化提供了“实验场”。
纵观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通过市场化开

始的社会转型，能够发现这场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在为国际社会学提供

全新议题的同时，也为相关各国的社会学家提出本土性的理论或做出

“一流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在这一领域，最为成功的当属以伊万·塞

勒尼（Ｉｖａｎ Ｓｚｅｌｅｎｙｉ）和吉尔·伊亚尔（Ｇｉｌ Ｅｙａｌ）等人为代表的“新布达

佩斯学派”或“新古典社会学理论”（塞勒尼等，２０１０）。 不过，这些研究

虽然获得了包括世界社会学界的认可，布洛维（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ｕｒａｗｏｙ）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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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相关的转型研究也“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但依旧不能

将其轻易地移植过来用于解释中国的实践。 基于中国社会的转型在政

治体制、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连续性 （孙立平，２００５； Ｌｉｅｗ，
２０１５），其独特的转型逻辑或“中国经验”仍然有待中国的社会学家做

出自己的本土性解释。
尽管中国社会科学尚未产生“新布达佩斯学派”那样的影响，但改

革开放的实践一样为社会学提供了研究的契机，不仅中国社会学四十

年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而且“８０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

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在）大幅度增加” （林益民、涂肇庆，
１９９９：２）。① 可以说，１９７８ 年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

无二的高速增长，同样“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

的灵感来源和动力” （孙立平，２００５）。 总的来看，一方面，中国社会的

转型对社会科学有着独特的学术意义。 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

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

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

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转型虽然有其自身

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

样，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它本质上并不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

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所以这场

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同样具有某种普遍价值。 在承认中国社会转型

特殊性的基础上，申明其对社会科学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普遍意

义，既能够从转型中获得独特的灵感，也能够为中国的转型确立正

当性。

（二）转型社会的特点：议题设置与应用研究

如果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特点来看，因为这场大变迁发生在现

实社会的不同层面上，所以它首先会在各个层面上影响到中国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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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接着林益民和涂肇庆的统计往下进行时发现，１９７８ 年前美国两份顶尖的社会学杂

志《美国社会学评论》（ＡＳＲ）和《美国社会学杂志》（ＡＪＳ）所登载的文章中没有一篇主题

或内容涉及中国，但从改革开放后情况发生了变化：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８ 年的 １０ 年间两刊刊登了

２２ 篇此类文章；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８ 年的 １０ 年间刊载了 ５３ 篇此类文章；１９９９ －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０ 年

间，更是增至 ６６ 篇；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的 １０ 年间为 ５１ 篇。 另外，这些文章的作者中，中国或

华裔作者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加。



本土化的议题设置与应用研究。 在这点上，谢宇和翟学伟对中国社会

学的现状都有批评。 谢宇认为由于强调“对中国社会中重大而迫切的

问题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内社会学研究选题的单一性和

同质化，同时也使另一些相对微观的、经验性的议题因被视为细枝末节

而遭到忽略”（谢宇，２０１８）；而翟学伟将这一倾向解释为包括急于建立

“话语体系”在内的过强的“国家导向”所致（翟学伟，２０１８）。 这些批

评不无道理。 这使人想起多年以前孙立平和李银河的一段有趣争辩：
那时，浸淫于现代化理论的孙立平提出要将有限的学术资源投入到宏

大的社会变迁研究之中；李银河反诘道，其实研究昆虫交配和天体运行

具有同样的学术价值。
单从学理上说，我自然支持李银河，或者说从相似的立场也同意谢

宇和翟学伟的观点。 不过，我也以为，这类批评应该考虑到中国社会具

体的转型实践。 正是中国社会复杂的转型实践使得一些重大的结构性

问题凸显出来，它不但使政府部门产生了借助社会科学解决问题的迫

切需求，而且助长了社会科学内部的实用化倾向。 但是，如果抱以客观

的态度，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些年来尤其是最近 １０ 余年来，谢宇期待的

局面正在逐渐形成：不仅每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微观的、经验性

的议题”越来越多，而且研究者涉及的选题范围也越来越宽广。 另外，
随着研究经费的增多、年青一代外语能力的提高以及出入境手续的简

化，中国社会学家看世界的兴趣也在增强。 比如，高丙中、包智明和何

明诸教授推动的“海外民族志”研究十年来开展得有声有色，谢宇所说

的“中国的社会学家几乎都只研究中国社会”的现象正在发生改变。
多说一句，如果说谢宇的误解是以中国社会学不恰当地比照美国

社会学造成的，那么翟学伟的失察则是由前述心理学化的微观立场窄

化本土化导致的。 不错，在先前的研究中，翟学伟说明了人情、面子及

关系主义等传统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与儒家文明的盘根错节的关联，换
言之是“儒家思想和话语实践”的产物（翟学伟，２００１：３１）。 但是，由于

翟学伟有意或无意忽视了连带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

行为产生的农耕背景，他的分析也常常会回避社会学家理当关注的宏

观结构，尤其是当下如火如荼的转型实践。 这导致翟学伟不仅在理论

上窄化了本土化的应有题域，忽视了几乎所有包括社会转型、阶层分

化、人口流动、城市化或乡村建设在内的宏观研究及其间的本土化努

力，而且在应用上也违背了他口头推崇的“契合性”原则。 其实，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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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学伟一直将本土化视为一种仅仅关涉人情、面子等“传统而微小议

题”的学理性探讨，使其没有意识到，要想解决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问

题，面对那些“现实而重大的（结构性）议题”，同样甚至更加需要解决

是否与中国社会相“契合”的问题。

五、从本土特质迈向国际视野

行文至此，社会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还剩下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有待讨论：第一，实现社会学本土化的具体路径是什么？ 第二，达成本

土化或中国化就是中国社会学的最终目标吗？ 就前一个问题而言，自
孙本文、吴文藻起，第一代中国社会学家就明确提出了系统而完整的设

想，在此后的每一个时期，尽管众说纷纭，但也都是致力于建构本土社

会科学的学者们从不回避的问题；而就后一个问题而言，尚未有哪位社

会学家将本土化视为中国社会学的最终目标，不仅几乎所有赞同本土

化的社会学家都像谢宇一样，希望“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

对话中去”（谢宇，２０１８），而且他们也都大致赞同费孝通先生的设想：
“首先是本土化，然后是全球化” （费孝通，２０１３：５４）。 换言之，从本土

特质迈向国际视野才是这场具有系统性和普遍性的学术运动的最后

归宿。

（一）本土化的路径：若干可能的设想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从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初起之时，这场学

术运动的两位主帅孙本文和吴文藻就各自提出了实现本土化的具体路

径（参见周晓虹，２０１２，２０１７）。 半个世纪后，在中国台湾地区和香港地

区社会科学中国化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这场学术运动的主将杨国枢写

成《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１９８９ ／ １９８２）一文，提出了后来

影响到大陆社会科学发展的设想：（１） 重新验证国外的研究发现；
（２）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３）修改或创立概念与理论；（４）改
变旧方法与设计新方法（杨国枢，１９８９：４８４）。

不过，在这一主题上，总体上还是年长的费孝通教授又一次走到了

时代的前列。 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几乎是每隔五年左右，费孝通就会

在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道路上迈进一步：先是 １９９３ 年提出社会学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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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泥于“生态”的分析，跨越到“心态”的思考（费孝通，１９９９：３１５）；后是

１９９７ 年提出要通过与“异文化”的充分接触，形成能够反观自照的“文
化自觉”意识（费孝通，２０１３：４６）；最后，２００３ 年，９３ 岁高龄的费孝通写

下了《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将焦点指向与心态紧密相关

的人的精神世界，提出过往为我们所忽视的“意会”领域是“人与人关

系中一个十分微妙、十分关键的部分”，而在此领域“中国文化本来具

有某种偏好和优势，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也许可以在这方面做出某种划

时代的成就”（费孝通，２００３）。
此后，谢立中根据费孝通一生的学术经历，提出了实现社会科学本

土化的四种类型，即对象转换型本土化、“补充—修正—创新”型本土

化、理论替代型本土化，以及“理论—方法”全面替代型本土化。 以费

孝通的研究为例，上述前三类本土化的典范之作分别为《江村经济》
《生育制度》和《乡土中国》，最后一类即前述有关“意会”及精神世界

的研究。 作者所以将最后一类视为全面替代型本土化，乃是因为它

“触及（了）西方思维模式和实证主义一类科学方法对于研究中国社会

的适当性问题”（谢立中，２０１７）。

（二）后西方社会学与南方社会学：扩展的本土化？
如果留心一点就能发现，笔者在 １９９４ 年提出的本土化定义中，与

几乎成为“社会学”同义语的“美国社会学”相对应的，不仅涉及中国等

处在边陲位置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学，也包括了处在半边陲位置的第

二世界的社会学。 当我们提出这一定义之时，还鲜有国家之间尤其是

第二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在本土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而在四分之一

个世纪后，这种交流与合作却在南北半球开展起来，并成为本土化运动

国际化的某种征兆。
在北半球，这种交流与合作首先发生在中法社会学家之间，按法国

社会学家罗兰 －伯格（Ｌａｕｒｅｎｃｅ Ｒｏｕｌｌｅａｕ⁃Ｂｅｒｇｅｒ，中文名罗兰）的说法，
这体现了“中国与欧美尤其是法国社会学之间的承传关系” （罗兰，
２００９）。 这一新的视角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建构于中西方两种社会学

之间的交汇、重合和交融”，而此种“后殖民决裂”或许能够造就一种

“多情境社会学”，“把散落在各地的知识聚集起来，创造、建构、再创造

出异质的和语境化的知识” （罗兰 － 伯格，２０１４：３、８４）。 联想到哈罗

德·史密斯曾提出“美国社会学家应如何回应非西方社会学家对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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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本土化的要求”（Ｓｍｉｔｈ， １９９０），罗兰 － 伯格等法国社会学家联手中

国同行站在“多语境”立场重建社会学知识的“睿智之举”就值得称颂。
无独有偶，在北半球的中法社会学家联手打造“后西方社会学”以

抵制美国社会学一统天下之际，瑞文·康奈尔（Ｒａｅｗｙｎ Ｃｏｎｎｅｌｌ）有鉴

于在过去一百八十年中地处北半球的欧洲以及美国在社会学知识制造

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提请人们将视野转向“全球南方”，以澳大利亚、非
洲、拉丁美洲、印度和伊朗的社会学实践打造一种社会科学知识的“南
方理论”。 在全球南方的视角下，康奈尔对传统上南北半球或非西方

（边陲）与西方（都市）在社会学知识生产上的不平等分工提出了挑战：
“这种不平等将都市建构为理论或‘科学’的故乡，而边陲却要么是数

据的来源，要么只是都市知识的应用舞台”（Ｃｏｎｎｅｌｌ， ２００７： １０６）。
无论是“后西方社会学”还是社会学的“南方理论”，都不仅希望在

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占主流地位的美国社会学，体现出鲜明的本土研究

旨趣或对“另类话语”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ｌａｔａｓ， ２００６）的追求，而
且还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合作，这是本土化的

新形态或扩展的本土化，它为建立华勒斯坦所说的“多元化的普遍主

义”、罗兰所说的“多语境的社会学”，再或我们所说的“全球化的 × ×
社会学”提供了可能的过渡形态。

（三）迈向全球化的中国社会学

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中，对本土和全球关系的理解或对社会

学本土化的历史使命的理解并非一成不变。 最早，在孙本文和吴文藻

等第一代社会学家推进社会学中国化之时，他们尚只停留在对建立一

种能够解释中国社会之特性的知识体系的诉求之上，并未过多考虑这

一学术运动的最终去向。 但是，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中国台湾地

区和香港地区的第二代社会科学家们已清楚地意识到本土化的最终目

的不是要另起炉灶，杨国枢明确表示“全世界只有一个心理学”，而“心
理学研究本国化（包括中国化）的目的，不是要建立割地自据的本国心

理学，而是要建立更为健全的世界心理学”（杨国枢，１９８９ ／ １９８２：４８５）。
１９９４ 年，在论及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时，我也曾提出两种不同的全球

化：消极的全球化和积极的全球化。 前者立足于使“世界的”成为“我
们的”，后者则立足于使“我们的”成为“世界的”。 当然，从一般的顺序

上说，消极的全球化在前，其后是本土化，最后则是积极的全球化（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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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虹，１９９４；另见费孝通，２０１３：５４）。 在这里，积极的全球化的实现显然

有赖于成功的本土化，即我们真正能够通过对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以

及当下独特的转型实践的研究，赋予社会学以鲜明的中国性格，才能最

终有资格参与全球社会学的话语分享，消解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学长期

以来的话语霸权，建立一种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 可以说，在这种多语

境的全球社会学形成前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与之并存的应该是一种

全球化的中国社会学，或者说是中国版的全球社会学。
从本土特质走向全球视野，是打造中国版的全球社会学最为艰巨

的历史任务。 借用费孝通的话说，它直接涉及到在将西方的新动力对

接进我们的旧传统的同时，如何“把我们文化中的好东西讲清楚使其

变成世界性的东西” （费孝通，２０１３：５４）。 就此，边燕杰曾从如何将本

土知识进行国际编码入手，给出了一种值得尝试的使“民族的”能够成

为“世界的”技术路径（边燕杰，２０１７）；王宁也希望能够通过提高“知识

创新力”打破本土化一直“成效不彰”的难题，以提出“可被世界社会学

同行所理解和接受的……理论知识” （王宁，２０１７）；而谢宇则干脆直

言，中国学者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个学科的主流领域所有贡献，而
不只是对中国做出贡献”（谢宇，２０１８）。 尽管这些看法各有道理，但是

如果站在更为宏观的社会与历史层面，恐怕不能将“限制中国社会学

发展”尤其是“走出去”的障碍，单纯地归咎为“某些学者自身学术上的

目光短浅与画地为牢”（谢宇，２０１８），也不能将“知识创新力”的不足简

单地归咎于“学术制度与学术文化”（王宁，２０１７），如此，某种单一的技

术性方案同样也未必能够药到病除。 显然，要充分解决学术制度和学

术文化对创新力的掣肘，或者像谢宇所说，“有能力超过西方学者”（谢
宇，２０１８），就不能不论及对更为宏大而根本的社会结构与制度背景的

长期而艰巨的改造。 一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个人是什么样的，这
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２０１２：１４７）。

建立全球化的中国社会学并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凭空想象，它的

基础是 １００ 多年来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碰撞、冲突与交流的全部历

史。 面对西方的冲击，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思想界从未停止对以西方

为中心的现代性的抵抗，这种抵抗性深藏在中国现代思想的各种不同，
甚至对立的脉络之中，它本身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特征之一（汪晖，
２０１５）。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社会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中就隐伏着

这种冲击与抗拒。 比如，在《江村经济》里，费孝通从姐姐费达生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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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工业化实验中就看到了中国人在“西方化”之外寻求现代化之路的

意图，而如何在达成中国社会的现代性的过程中既保持自身的文化主

体性又不失世界性，或如何“强调传统力量与新的动力具有同等重要

性”（费孝通，１９９９：２），从那时起就一直困扰着包括费孝通姐弟在内的

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 迄今为止，我们面临的依旧是一个双重过程：一
方面，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不能不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提出要求，它需要

研究者“对中国身份认同的肯定”；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发展又“必须

与全球环境相联系，以免在本土化中迷失方向” （Ｄｉｒｌｉ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３１）。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今天致力于推动的社会学本土化，乃是

为中国版的全球社会学所做的必要准备。 这种准备加上全球社会学的

“亚洲版”“拉美版”“非洲版” “俄罗斯版”以及“南方版”或“中法版”
的逐步建立，最终有可能形成一种包含了不同的知识传统和社会学家

的想象力，并与不同国家的国情和文化相契合的多语境的全球社会学，
而这是社会学在多样化的世界达成大同前唯一合理的长时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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